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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R 模型和投影寻踪法的 
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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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PSR (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投影寻踪法, 建立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分析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结果表明: 1995—2013年间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由1995年的“低”增大至

2013年的“较高”; 压力指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有所增加, 状态指数持续减小, 响应指数随着经济和政策的影

响逐渐增大。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也表明, 随着社会经济压力不断增大, 景观生态系统质量日益下降, 但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加强能够显著缓解风险增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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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 model which was used to assess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nd projection pursuit method, a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Jing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ingzhou City suffered increasing risk from 1995 to 2013 with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dex (LERI) from level I to level IV. Pressure index (PI) increased continuously, state index (SI) 

decreased, while response index (RI)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fluence of economy and policy.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society, the quality of landscape ecosystem 

decreased increasingly, but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could relieve the risk obviously, and 

made the risk to increase slo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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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人类活动带

来的压力影响, 这些压力导致诸多的生态风险。科学

的管理生态风险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对生态风险的客观准确评价是有效管理生态风险的

基础[1]。生态风险评价是在一定区域内, 对由自然灾

害、人类干扰和环境污染破坏对生态系统产生的不

利影响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进行评估的方法[2–3]。生

态风险评价是生态建设、环境修复、资源管理等工

作的重要前提, 已成为当前宏观生态管理的重要途

径[4–5]。 

随着生态风险评价尺度从生态系统向区域、景

观的扩大, 评价对象从单一生态系统到多种生态系

统的空间镶嵌以及景观生态学空间异质性与格局–

功能互馈概念在多学科的应用 [6], 基于景观生态过

程与空间格局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应运而生。景观

生态风险是人类活动、自然灾害等干扰因素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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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Jingzhou City 

内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不利影响的综合可

能性和危害程度[7]。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将传统的关

注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学方法与强调

区域、全球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学思维 [8]结合, 致力

于实现多风险源的综合表征[9]。 

自景观生态风险概念提出以来, 中国学者高度

关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初步形

成有一定国际引领意义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框

架[10–12], 近年来, 不同学者针对不同区域[13–14]、不

同评价目的[15–16]选择相关指标、模型和方法, 开展

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探索。但是, 现有的景观生态

风险评价大多局限于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15–17], 研

究方法体系并不完善。 

荆州市地处长江中游 , 荆江自西向东横贯全

市。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的工业基地, 其生态环境状

况对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质量都有重要的

影响。 

本文运用 PSR 模型, 基于风险源汇识别胁迫因

素, 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风险定量表征, 运用投影

寻踪法判定风险阈值, 建立 PSR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模型, 并在荆州市进行案例应用, 以揭示荆州市景

观生态风险的变化。 

1  研究区域及数据 
1.1  区域概况 

荆州市地处湖北省中南部, 位于江汉平原腹地, 

东连武汉 , 西接三峡 , 南跨长江 , 北临汉水 , 处于

全国“四大增长极”十字轴线的交叉区域 , 是连东

西、跨西北的交通要道和物资集散地 , 是川、湘、

鄂经济纽带。荆州市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城市 , 

国家轻纺工业基地、粮棉油生产基地和淡水渔业基

地 , 素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和旅游胜地的称誉。

地理位置为  111°15′—114°05′E, 29°26′—31°37′N。

境内东西最大横距约为 274.8 km, 南北最大纵距约

为 130.2 km。 

1.2  研究数据 
本研究涉及数据源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

济环境数据。其中, 土地利用数据来自 1995, 2000, 

2005, 2008, 2010 和 2013 年荆州市 1:25 万土地利用

图, 数据地图投影为 Albers 正轴等面积双标准纬线

圆锥投影; 本研究按土地利用六大类分类系统将土

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工

矿用地和未利用地  6 个大类 , 并进行水土流失指

数、土地利用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景观指数

的计算; 坡度数据从荆州市的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栅格数据提取; 社会经济数

据来源于 1996—2014 年荆州市统计年鉴和 1996—

2014 年 湖 北 省 统 计 年 鉴 ; 水 资 源 数 据 来 源 于

2004—2014 年荆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2  PSR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本研究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 , 结合投影寻踪 

法 , 借 鉴 美 国  EPA 生 态 风 险 框 架 [18], 建 立  PSR  

(Pressure-State-Response, 压力–状态–响应)景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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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SR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Fig. 2  PSR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model 

 
 

态风险评价模型(图 2)。选择合适的生态受体是风

险评价的关键, 本研究选择荆州市城市景观作为评

价风险受体。对于荆州市来说, 在风险源的影响下, 

会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功能损伤、系统结

构稳定性下降等不利后果。 

景观生态风险源可以是自然压力, 也可以是人

为压力, 主要包括城市发展带来的建设用地扩张占

据生态用地、暴雨灾害以及水土流失等。暴露是研

究各种风险源与风险受体之间的接触暴露关系, 危

害是确定风险源对生态系统及其风险受体的损害程

度[19]。景观在受到压力的影响下, 可能会改变其结

构和功能。本文通过计算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及景观

格局指数来表示景观在压力作用下的状态。此外 , 

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双重影响 , 

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为

缓解压力而提出的一系列响应措施有利于提高生态

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 可以认为风险的大小

是压力、状态以及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2.1  PSR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2.1.1  PSR 模型 

PSR 模型是国内外生态环境评价较为典型的概

念模型 [20–22]。基于  PSR 模型的理论和逻辑 , 从景

观生态风险的因果关系出发, 建立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  PSR 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生态风险的压力指

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通过这 3 个指标, 并结

合投影寻踪法 , 综合表征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的 

大小。 

指标的选取遵循科学性、可持续性、完备性及

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荆州市的具体情况, 选取适

用于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  29 个指标因子 , 

其中压力指标  8 个 , 状态指标  14 个 , 响应指标  7

个。选择相应的表征变量, 建立 PSR 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体系, 如表 1 所示。 

2.1.2  压力指标 
压力指标表征风险源, 即对生态系统产生危害

的风险来源, 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人类活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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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体系等级划分 
Table 1  Evaluation criterion for each indicator 

指标 表征 编码 I II III IV V 

压力 

暴雨灾害 日最大降雨量/mm UP1 10 25 50 100 250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指数 LSI UP2 0.15 0.16 0.17 0.18 0.19 

地形 坡度 UP3 ≤2° 2°~6° 6°~15° 15°~25° >25° 

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强度 L UP4 275 276 277 278 279 

社会发展 

人口密度/(人 · km2) UP5 300 400 500 600 700 

人均 GDP/(万元 · 人1) UP6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20000 18000 16000 14000 12000 

城市化率 UP7 35 40 45 50 ≥55 

污染负荷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UP8 100 95 90 85 80 

状态 

生态功能 

水源涵养 US1 7 6.5 6.0 5.5 5.0 

土壤形成与保护 US2 2 1.85 1.80 1.75 1.70 

生物多样性保护 US3 1.75 1.70 1.65 1.60 1.55 

废物处理 US4 8.0 7.5 7.0 6.5 6.0 

生产功能 
食物生产 US5 1.0 0.95 0.90 0.85 0.80 

原材料 US6 0.35 0.34 0.33 0.32 0.31 

文化功能 娱乐文化 US7 1.5 1.4 1.3 1.2 1.1 

景观破碎度 
斑块密度 US8 0.2 0.22 0.24 0.26 0.28 

形状指数 US9 40 38 36 34 32 

景观分离度 
分割度指数 US10 0.95 0.96 0.97 0.98 0.99 

聚集度 US11 100 99 98 97 96 

景观优势度 
优势度指数 US12 1 0.95 0.90 0.85 0.80 

Shannon 均匀度指数 US13 0.50 0.52 0.54 0.56 0.58 

景观脆弱度 脆弱度指数 US14 0.180 0.182 0.184 0.186 0.188 

响应 

生境响应 

绿化覆盖率/% UR1 40 35 30 25 20 

湿地退化率/% UR2 0 5 10 15 20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UR3 1 0.95 0.90 0.85 0.80 

经济响应 
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 UR4 3.5 3 2.5 2 1.5 

第三产业占 GDP 比例/% UR5 40 35 30 25 20 

政策响应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UR6 100 95 90 85 80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UR7 85 80 75 70 65 

 
 

荆州市位于长江中游, 夏季太平洋暖湿气流会

带来丰富的降雨 , 4—9 月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70%。

由于地势低平 , 河道弯曲 , 排水不畅 , 极易形成洪

涝灾害。本文选取当年的最大日降雨量来表征洪涝

灾害。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荆州市水土流失引起

的环境恶化越来越受到关注。水土流失会造成水土

资源的损失和生态景观的破坏。不同的地形地貌条

件下 , 土地利用的结构会有很大的不同 , 相应地 , 

会出现不同的景观格局。此外, 人类活动对景观的

干扰从低平地区向高峻地区递减, 地貌特征对人类

活动干扰景观起到促进或限制的作用[23]。 

人类活动对景观生态的影响较为复杂, 引起风

险的原因较多 , 包括社会经济、城市化、土地利

用、污染排放等多个方面, 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第一,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的快速

发展, 社会发展造成人口密度的过度增长, 会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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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承载力 , 使得生态系统无法持续健康发

展。第二, 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发生

剧烈变化, 生态用地大量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 会

影响城市水文循环过程, 引起城市水土流失现象加

剧。第三, 城市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城市污染负荷加

剧, 迫使大量污染物进入生态环境中, 影响景观生

态系统状况。 

2.1.3  状态指标 
状态指标表征生态系统在压力作用下 , 结构、

功能和组分所处的状态, 本文从景观功能和景观结

构两方面构建状态指标。 

特定的景观格局有助于土壤保持、水源涵养、

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城市景观功能的维

持, 景观格局被破坏后将引起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 

进而影响人类福祉的可持续性 [24–25]。本文采用“中

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26]估算景观生态

系统在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

护、废物处理、食物生产、原材料和娱乐文化 7 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征景观生态系统功能的状态。 

景观结构是景观的组分和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

和组合形式。景观破碎度表示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的

程度和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表示整个景观或某一类

景观类型在给定时间和给定性质上的破碎化程度。

景观破碎化程度越大, 干扰的作用就越明显[27]。景

观分离度表示某一类景观类型中不同的元素或斑块

个体分布的分离程度。景观分离程度越大, 表明景

观在整个地域分布上越分散, 景观分布越复杂 [28]。

景观优势度是衡量斑块在各类景观中重要地位的一

种标示, 反映斑块对景观格局形成和变化的影响程

度 [19]。景观优势度是衡量斑块在各类景观中重要

地位的一种标示, 反映斑块对景观格局形成和变化

的影响程度[29]。 

2.1.4  响应指标 
响应指标表征人类–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面临风

险所能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包括自然生态基底、经

济实力、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生境是某个种类的个体或群体为完成生命过程

需要的、在一定面积上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的联合

体, 是生态系统的载体, 其质量可直接反映生态系

统对抗风险的能力。荆州市由于地势地平, 水源丰

富, 有良好的生态资源。本文选用绿化覆盖率、湿

地退化率、Shannon 多样性指数来反映景观生境的

好坏。社会经济响应用以表征人类为促进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对策, 包括为改善环境的一

系列环保措施以及经济措施。 

2.2  基于投影寻踪的景观生态风险表征 
2.2.1  投影寻踪法分析 

投影寻踪 [30]的基本思想是将高维数据投影到

低维子空间上, 通过优化投影函数, 求解能反映高

维数据结构或特征的投影向量, 在低维空间上对数

据结构进行分析 , 以达到分析高维数据的目的 [31], 

具有稳健性好、抗干扰性强和准确度高等优点。景

观生态风险评价属于多因素综合分析问题, 目前多

因素评价方法的指标权重确定没有统一的理论和计

算方法, 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投影寻踪是

从统计的思想建立评价模型, 不需要人为设定指标

权重, 因而评价结果比较客观。 

投影寻踪评价模型根据给出的标准, 利用投影

特征值, 对评价样本进行等级水平评价, 评价模型

的建模过程如下。 

1) 样本评价指标集的归一化处理。 

设 评 价 等 级 表 中 各 指 标 值 的 样 本 集 为 {x*(i, 
j)|i=1, 2, …, n; j=1, 2, …, p}, 其中, x*(i, j)为第 i 个

样本第 j 个指标值, n 和 p 分别为样本的个数(样本

容量)和指标的数目。为消除各指标值的量纲和统

一各指标值的变化范围, 可采用下式进行极值归一

化处理: 

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 
*

min

max min

( ) ( )

( ) (

,
( )

)
,

x i j x j
x i j

x j x j





; (1) 

对于越小越优的指标, 
*

max

max min

(
( ,

) (

(
)

, )

) ( )

ix j x j
x i j

x j x j





。(2) 

其中, xmax(j)和 xmin(j)分别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 x(i, j)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的序列。 

2) 构造投影指标函数 Q(a)。 

PP 方法是将 P 维数据{x(i, j)|i=1, 2, …, n; j=1, 

2, …, p}综合成以 a={a(1), a(2), a(3), …, a(p)}为投

影方向的一维投影值 z(i), 即 

 
1

( ) ( ) ( , )
p

j
z i a j x i j


  ,  i=1, 2, …, n。 (3) 

然后, 根据{z(i)|i=1, 2, …, n}的一维散布图进行分

类。式(3)中  a 为单位长度向量。综合投影指标值

时 , 要求投影值  z(i)的散布特征应为 : 局部投影点

尽可能密集, 最好凝聚成若干个点团, 但在整体上

投影点团要尽可能离散。因此, 投影指标函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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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SR 等级划分和景观生态风险等级 
Table 2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description for ecological risk

等级 SI RI PI LERI 生态风险 

Ⅰ 3.7410 2.6458 0 0 低风险 

Ⅱ 2.7429 1.9843 0.6146 0.4238 较低风险 

Ⅲ 1.8286 1.3229 1.3290 0.8553 中风险 

Ⅳ 0.9143 0.6614 2.0948 1.2973 较高风险 

Ⅴ 0 0 2.8248 1.7320 高风险 

表达为 

 Q(a)=SzDz , (4) 

其中, Sz 为投影值 z(i)的标准差, Dz 为投影值 z(i)的
局部密度, 即 

 
2

1
( ( ) ( ))

1

n

i
z

z i E z
S

n








, (5) 

 
1 1

( ( , )) ( ( , ))
n n

z i j
D R r i j u R r i j

 
     , (6) 

其中, E(z)为序列{z(i)|i=1, 2, …, n}的平均值; R 为

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 它的选取既要使包含在窗口

内的投影点的平均个数不太少, 避免滑动平均偏差

太大, 又不能使其随 n 的增大而增加太高。R 可以

根据试验来确定, 其取值范围为 

 max 2
2

pr R p   , 

r(i, j)表示样本之间的距离, r(i, j)=| z(i) - z(j)|; u(t)为
一单位阶跃函数, 当 t≥0 时, 其值为 1, 当 t<0 时, 

其值为 0。 

3) 优化投影指标函数。 

当各指标值的样本集给定时 , 投影指标函数

Q(a)只随着投影方向 a 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投影

方向反映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 最佳投影方向就是

最大可能暴露高维数据某类特征图结构的投影方

向, 因此可以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问题来

估计最佳投影方向, 即 

 最大化目标函数:  Max Q(a)= Sz·Dz , (7) 

 约束条件:  s.t. 2

1
( ) 1

p

j
a j


 。 (8) 

这是一个以{a(j)|j=1, 2, …, p}为优化变量的复杂非

线性优化问题, 用传统的优化方法处理较难。因此, 

运用模拟优胜劣汰与群体内部染色体信息交换机制

的基于实数编码的加速遗传算法来解决其高维全局

寻优问题。 

4) 等级评价。 

将由第 3 步求得的最佳投影方向 a*代入式(3), 

可得评价等级标准表中各经验等级样本点的投影值

z*(i)。根据各经验等级及其对应的投影值 z*(i)建立

投影寻踪等级评价模型  y*=f(z)。将待评价的样本

归一化处理 , 计算待评价样本的投影值  z(i)。将投

影值  z(i)代入投影寻踪等级评价模型  y*=f(z), 得出

各评价样本的所属等级。 

2.2.2  压力、状态、响应和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将压力、状态、响应指标分别划分为  5 个等

级, 等级越高, 对风险的贡献越大。这 5 个等级的

定性表达为“低、较低、中、较高、高”。根据这 3

个指标计算的风险也划分为  5 个等级 , 从  I 到  V, 

依次表示“低风险”、“较低风险”、“中风险”、“较

高风险”和“高风险”。各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和景观

生态风险等级划分见表 2。 

等级标准的划分在遵循以下 3 个原则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调整: 1) 指标原有的标准和地方政府颁布

的标准及规划目标; 2) 指标可取值范围内的等分; 3) 

已有文献的等级划分原则。 

根据指标标准值得到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和响

应指数的等级投影值, 作为其等级划分限值。在此

基础上, 建立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计算风险投影值, 

判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本文直接将指标标准投影

值作为风险等级临界值[32], 根据最近邻原则判定样

本风险等级 [33–34], 无需人为划分等级临界值, 避免

了主观因素对等级划分的影响。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利用本文的方法, 对荆州市 1995, 2000, 2005, 

2008, 2010 和 2013 年景观生态风险进行评价, 获得

该市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数变化(图 3)和景观风险

指数变化(图 4)情况。可以看出, 随着城市发展, 景

观生态面临压力逐渐增大, 生态系统状态逐渐恶化, 

同时响应力度增强, 在三者综合作用下, 荆州市景

观生态环境面临的风险逐渐增大。 

3.1  压力分析 
图  3(a)给出荆州市生态风险压力指数的变化。

1995—2013 年, 研究区压力指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大

的 变 化 , 相 应 的 生 态 风 险 等 级 从  II 级 增 长 到  IV

级。压力的变化受到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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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5—2013 年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压力指数(a)、状态指数(b)和响应指数(c) 
Fig. 3  Results of PI (a), SI (b) and RI (c) for Jingzhou City from 1995 to 2013 

 

 

图 4  1995—2013 年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变化 
Fig. 4  Results of LERI for Jingzhou City from 1995 to 2013 

 
作为荆州市主要气象灾害, 暴雨对景观生态系

统影响严重。荆州市降雨丰沛 , 但年际变化较大 , 

年 最 大 降 雨 量 为  1775.4 mm, 年 最 小 降 雨 量 为

757.2 mm, 降雨多集中在  5—9 月份。2013 年日最

大 降 雨 量 为  183.9 mm, 连 续 最 长 降 雨 天 数 达  18

天。城市特大暴雨会造成山洪暴发, 江河水位陡涨, 

洪水泛滥, 危及水生态循环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除 2005 和 2008 年荆州市的日最大降雨量未达到大

暴雨标准以外, 研究期内其余年份日最大降雨量均

在 100~250 mm 的大暴雨范围, 造成生态风险发生

的可能性较高。近年来, 荆州市极端天气情况时有

发生, 生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人为压力是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主要的胁迫因

子, 造成压力指数的快速增长。首先, 荆州市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生态压力的主要作用因素。随着

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

发、“工业兴市”战略的实施等, 荆州市迎来前所未

有 的 发展 机遇 , 城 市 得到 快 速发 展。 1995—2013

年, 荆州市人口城市化率由 23.69%增加到 47.90%, 

年均增长率达  5.68%。同时 , 荆州市人均  GDP 由

4297 元增加到 20196 元, 增长 4 倍。经济与环境效

应处于假定的库伦兹“倒 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 随

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将逐步

增加。 

其次, 荆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剧烈。土地利

用结构的改变将影响城市水文循环, 造成城市面源

污染频发, 影响城市水环境质量、景观及生态系统

健康。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呈现耕地减少、建设用

地和水域增加的趋势。1985—2013 年, 荆州市耕地

数量减少幅度最大, 共减少 910 km², 同时, 建设用

地增长快, 共增加 210 km²。建设用地的大量增长

使得耕地面积减少 , 转出的耕地面积中有  21.73%

转化为建设用地。人口的增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

发展都会给土地资源管理带来巨大压力, 将进一步

加剧土地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给生态系统带来

不可避免的风险。 

第三, 荆州市水环境质量下降。污染物进入水

体 , 影响水环境质量 , 破坏生物生存环境 , 削弱城

市供水能力。污染物的排放包括工业污染源和生活

污染源 , 长江及其支流是研究区的污染接纳水体 , 

同时也是城市供水主体。2013 年, 长江干流水质总

体为优, 支流水质总体良好, 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和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状况有所下降。四湖流域水

质总体为中度污染, 城区及周边水体为重度污染。

全市包括长江干流、支流及城市辖区内共 20 个饮

用水水源监测地中 , 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Ⅲ类水质标准评价, 全市监测城市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在  74.6%~100%之间 , 年水质达

标率为 84.1%, 同比下降 15.9 个百分点, 主要超标

项目为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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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状态分析 
状态指数表明受压力影响景观的动态状态值 , 

通过状态值反映其生态状况好坏。从变化情况来

看 , 状态指数呈现持续减小的变化趋势 (图  3(b)), 

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状态指数从 1995 年的较低风

险状态(II 级)变化至 2013 年较高风险状态(IV 级)。 

研究区景观生态功能主要包括生态、生产和文

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城镇用地大面积增加、生

态用地和农业用地大面积流失, 使得景观生产和部

分生态功能下降 [35]。自然水域面积和城市绿地面

积的增加对调节地表径流和消纳环境污染起到一定

的正面作用。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 不透水面面积增加、景观

破碎和离散化等现象突出, 由此会引起景观格局的

演变。随着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和社会经济水平

的提高, 城市景观格局演变将更加复杂, 由此带来

的生态影响将更加严重。 

3.3  响应分析 
响应指数描述缓解生态风险的措施的大小, 反

映生态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

响应指数从  1995 年的  V 级逐步增加到  2013 年的

II 级, 响应力度逐渐增强(图 3(c)), 表明生态风险的

缓解措施加强, 生态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提高。这

是因为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 社会对生态环境

问题的关注度和投入再逐渐增加。首先, 环保投入

增加, 自 2010 年起荆州市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达到 3.5%以上 , 达到国家生态城市建设标准。同

时, 荆州市加大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逐步提升, 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此外, 废污水的

处理率明显提高, 2008 年, 荆州市工业排放废水共

0.55 亿吨, 排放达标量为 0.50 亿吨, 排放达标率为

91.25%。自  2008 年起 , 荆州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

率达到 90%以上。2013 年污水处理系统对生活污

水的处理率接近 80%, 与 1995 年相比, 提高 50 个

百分点以上。 

3.4  景观生态风险分析 
综合压力、状态和响应的计算结果, 得出荆州

市综合景观生态风险结果(图 4)。荆州市景观生态

风险从 1995 年的低风险(I 级)升高至 2013 年的较

高风险(IV 级)。1995—2013 年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呈现“增大–平缓–增大”的变化趋势。1995—2005

年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由低风险(I 级)增大到中风

险(III 级), 而  2005—2010 年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

均处于中风险水平(III 级), 2013 年景观生态风险增

大至较高风险(IV 级)。 

1995—2013 年, 荆州市人口增长明显, 经济和

社会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资料 , 区域总人口由

615 万人增加到 661 万人, 区域人口密度从 439 人/ 

km2 上升至  472 人/km2, 区域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生

态系统的运行和稳定带来很大压力。1995 年荆州

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241 亿元 , 2013 年上升至  1334

亿元 , 几乎为  1995 年的  6 倍。伴随着经济水平快

速增长, 工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如

化肥使用量的增加, 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

排放量的大量增加等, 直接增加了区域景观的生态

风险。 

利用  PSR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可以定量判断景

观生态环境质量好坏, 评价景观生态风险状况。城

市发展对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 但是随着城市经

济实力的提高, 环保意识不断加强, 环境设施进一

步完善, 使得景观生态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综合生

态风险呈现在波动中缓慢增大的趋势。 

4  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管理对策 

生态风险评价的目的是为区域生态风险管理提

供量化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也可以认为, 生态

风险管理是生态风险评价后的决策过程, 是生态风

险评价的最终目标。预测结果显示荆州市的景观生

态风险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且由于风险存在不确定

性, 因而需要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来减小景观生态

环境生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针对荆州市的具体情

况, 提出以下 3 点风险管理措施。 

1) 编制区域国土规划, 调整产业结构。 

合理地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包括城市建设用地

的控制和生态用地的保护。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减

量增长”是荆州市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了实现城市景观生态环境向健康状态转变, 要努

力控制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对现有建设用地进行改

造。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建设用地需求增大, 在

保护耕地的前提下 , 要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 

必须加强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实施有保有压的土

地管理政策, 保障重点建设用地, 严格控制建设用

地总规模。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要求 , 合理控制建设规模 , 努力转变用地方式 , 

加快土地利用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

向集约高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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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业转型和升级 , 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

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

长的模式, 提升参与全球分工的层次, 推动产业结

构向高端、高效、高附加值转变, 增强高新技术产

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

用。 

2) 控制农业污染, 减少工业污染。 

目前荆州市的化肥、农药施用强度较高, 科技

兴农工作任重道远。可以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做好

病虫害预测工作 , 使用高效、无污染的绿色肥料 , 

推广生物农药、化肥、地膜等的使用等方法减少农

业污染。还可实施农村沼气建设工程, 促进农村循

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根据荆州市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2013 年荆州

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环保投资额等指标指数比

1995 年有较大的提高, 但仍存在不足。建议对于污

染较为严重的企业, 严格限制其排污量, 加强对生

态环境的治理, 减少并消除“三废”对生态系统的危

害, 实现清洁生产的经营方式。 

3) 建立景观生态风险预警机制 , 加强生态环

境动态监管。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是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有效手

段, 风险预警机制的目标是根据荆州市的风险现状, 

构建适用于该区域的景观生态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

防范化解机制, 使得风险发生后能够有效、规范地

抑制。 

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控有助于掌握生态系统的状

况, 以便在风险发生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同时环

境监测也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了解

环境质量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特征。 

5  结论 

本 文 基 于 美 国  EPA 的 生 态 风 险 评 价 框 架 和

PSR 模型的原理, 构建了 PSR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

型, 构造了景观生态风险指标体系, 结合投影寻踪

法, 建立了风险指数来表征景观生态风险的大小。

该模型考虑了风险评价的因果性和综合性, 并用投

影寻踪法替代常用的指标权重法, 使得评价结果更

客观。 

利用该模型分析了  1995—2013 年间荆州市的

景观生态风险变化。1995—2013 年间研究区景观

生态风险有所增大 , 风险等级由  1995 年的低风险

增大 2000 年的中风险, 2005—2010 年期间, 景观生

态风险变化大 , 维持在中风险水平 , 此后 , 风险增

加到  2013 年的较高风险。其中 , 压力指数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有所增加, 状态指数持续减小, 响应指

数随着经济和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大。 

研究结果显示, 荆州市的景观生态风险持续加

剧,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未来荆州市生态风险管理

中应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调整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 从宏观尺度上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

的不良生态后果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和调控, 降低

城市发展的生态风险。从预防风险的角度看, 应建

立荆州市景观生态风险的预警系统, 加强生态环境

动态监管, 及时了解景观生态风险的现状和变化趋

势, 为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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